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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上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商业繁荣著称，而威尼斯人所创造的商业奇迹在体制上则归因
于其独特的商人自治体制。商人自治体制在威尼斯的确立，从表面上看是威尼斯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和文化传统背景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商人自治体制是威尼斯人一个前所未
有的制度创新。商人自治体制既给威尼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威尼斯共和国走向繁荣与富
强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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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威尼斯显赫的声誉并非仅仅来自它那迷幻般的水城风光，威尼斯人创造的商业奇迹曾震惊欧

洲———这个面积只有不到 7 平方公里的城市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从曾经的荒岛滩涂跃升为世界的商业
中心和欧洲的首富之地，一度拥有全欧最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权势。弹丸之地的威尼斯，在其最鼎盛的
14 ～ 15 世纪，每年的财政收入达到 100 万杜卡特，这个数目超过当时的英国和西班牙全国的收入，与整
个法国的收入持平。此外，威尼斯还拥有中世纪时期欧洲最强大的船队和舰队，到 14 世纪末期，威尼斯
的各式舰船数量达 3000 多艘，在威尼斯舰队中服役的士兵有 25000 ～ 30000 人。［1］

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地区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城市，它们大部分是罗马对外扩张的结果，是统治某

一地区的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但是，中世纪时期成为欧洲最大商贸中心的威尼斯此时还是一片荒无人

烟的岛礁。公元 5 世纪时期，日尔曼蛮族和匈奴人轮番入侵罗马帝国，居住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威尼托
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陆续迁居到位于亚德里亚海上的一片岛礁之上，这里是众多河流出口的汇聚

地，淤泥和沼泽使掠夺者不能随意到达岸边，特别是那片深不到两英尺，宽 20 ～ 30 英里的淤泥地区，无
论是涉水还是划船，都是危险的。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环境不仅使得威尼斯群岛成为人们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也使得日后建立

于此的威尼斯共和国成为能够置身于欧洲大陆政治纷争之外的世外桃源。于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
难民不断涌向这里，威尼斯群岛上的居民越来越多，而至 7 世纪时，伦巴德人占领北意大利，使得威尼托
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都移居到岛上。但是，作为躲避战乱理想之地的威尼斯群岛却是一个人类几乎无
法生存的荒芜之地，不仅没有任何适合农耕的良田，甚至找不到能够建造房屋的坚硬地基。早期的威尼
斯居民不得不先在水中或淤泥中打入无数的木桩，然后将房子建在木桩上，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威

尼斯人终于掌握了在狭小的岛礁上建造房屋的技术。于是，那些看似“浮在水上”的宏伟建筑物鳞次栉
比地出现在威尼斯的各个岛礁之上，而连接这些建筑物的要么是无数的木桥或石桥，要么是形形色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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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船。
二

由于威尼斯群岛几乎没有耕地，迁居至此的早期威尼斯居民不可能从事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

而必须从其他地区输入日常生活用品才能够维持生存，因此，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人都与商业有或多

或少的联系，“他们或是水手，或是工匠，或是资本持有者，或是商人”，即“所有的威尼斯人都是商
人”［2］。威尼斯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海盐，因此，威尼斯人最早的商业活动就是为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提
供食盐，食盐贸易由此就成为早期威尼斯居民重要的谋生方式，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些荒芜的岛礁上生存

下去，“食盐贸易给威尼斯带来的收益不可胜数”［3］。
但是，通过输出海盐来换回必要的生活日用品仅仅是威尼斯人投身商业贸易的第一步，后来，威尼

斯自己生产的食盐已不能够满足海外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于是威尼斯政府就出面定购其他产盐处的

食盐来增加供给，这也给威尼斯人提供了通过转手贸易获得商业利润的机会。威尼斯人从事转手贸易
的商品主要是各地的特色商品或生活必需品，而贸易的区域起初仅限于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后来发展

到爱奥尼亚海，然后又扩展到拜占廷、埃及和叙利亚等地中海的港口。当时欧洲大陆上政治动荡，战乱
不断，生产萎缩，商业凋敝，对外部商品有很大需求，但又缺乏通畅的输入途径，而拜占廷帝国这时正处

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期，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各地商品的集散地，在富庶的拜占廷与商品匮乏的欧洲大陆

之间从事转手贸易逐渐成为威尼斯商人的主要业务———“威尼斯船只把其东面和西面邻近的产品，如
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等等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拜占

廷的丝织品及珍贵的香料。”［4］

转手贸易给威尼斯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商品就像自来水一样流过这座繁华的城市”［5］，而
金银资本则流入了威尼斯商人的腰包里，威尼斯城逐渐发展成为地中海上乃至欧洲最大的商贸中心。
“威尼斯发展成为利凡特商品输入地这一地位，早在 715 年随易特普差同威尼斯和科思奇奥所签订的
通商条约里已可看出”，而到 11 世纪时，诺曼诗人亚浦利亚的威廉已开始由衷地感叹: “威尼斯的商业
洪流已这样壮阔。”［4］威尼斯本是位置偏僻、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一片荒芜岛礁，一批难民为躲避战乱
被迫住到了这个贫瘠无益的地方，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维持生活的途径，于是就
驾着自己的船舶航行沿海各口岸，从而使这个城市成了全世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城里到处都有来自各

国的人”。“在意大利遭受蹂躏破坏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却享受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不长的时期，他
们的实力就大大增强，名声远播。”［6］

三

威尼斯商业的繁荣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定居和经商，大约在 7 世纪中叶，威尼斯人建立了自
己的政府，在名义上威尼斯仍隶属于拜占廷，被称作“拜占廷-威尼斯群岛”。9 世纪以后，威尼斯摆脱了
拜占廷的控制，获得了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早期的威尼斯人大多为罗马帝国的遗民，当他们需要在一片
狭小的区域内重新组建自己的政府时，罗马的城邦共和制“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687 年，
威尼斯进行了首任总督的选举，第一任总督叫保罗·卢加·阿那法斯托。在威尼斯政府建立初期，为了
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威尼斯人赋予了总督相对强势的权力，比如，总督职位是终身的，他有

权召集会议，有权支配公益收入，有权任命法官和各区官员，还有权任命神职官员。不过，第三任总督波
里齐亚佐·乌尔索的专权行为招致了人民的怨恨，并在人民的动乱中被刺杀，此后，总督的权力开始受
到全方位的制约，威尼斯逐步确立了一套独特的商人民主自治体制。
大议会是威尼斯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来自贵族，其主要职能是选举高级市政官员，如选举处理国

家安全事务的“十人委员会”成员，选举负责立法事务的元老院元老，并参与选举负责行政事务的总督
等; 元老院是威尼斯的最高立法机构，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颁布国家的各项法律，管理国家的税收与支

出。总督是威尼斯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威尼斯人对总督的选举非常谨慎，制定了一套极其繁琐的总督选
举程序，为了防止总督在实际执政过程中独揽大权，威尼斯政府还建立了一系列复杂的制衡机制，以约

束和监督总督的权力。威尼斯所确立的这种民主共和制较之罗马的共和体制有相当程度的改进，各层
机构互相牵制，使得任何个人的独裁专制企图都难以实现，也使得威尼斯避免了同时期意大利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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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党派之争，为威尼斯的社会稳定和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基本沿袭了罗马的共和制传统，威尼斯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止个人专权

的措施其实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威尼斯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人
文背景使得它的共和制度与罗马的共和制度又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公民

阶层的身份背景完全不同。即罗马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和战士，而威尼斯公民的主体则是商人，并由
此导致罗马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实际上实行了两种各不相同的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发展、
商业贸易的法律和政策方面，两者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比如，重农是罗马的一贯传统，对可能动摇农业
基础地位和威胁正常农业生产活动的商业贸易，罗马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限制和打击，相反，威尼斯政

府则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和保障商业贸易发展的法律及政策。
四

在西方传统的城邦体制或共和体制之下，公民阶层是国家的基石，而公民自治是最普遍的政治现

象。具体到罗马共和国，农民是罗马公民的主体，早期的罗马公民每一个人都在田里辛勤劳动，即使是
富裕的贵族和政府官员也不例外。罗马公民在共和国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
益不仅是罗马公民自治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也必然是其制定政治政策、社会管理政策时重要的
参考坐标。频繁的军事扩张是罗马历史发展的突出特征，而罗马军队到处打仗的最直接目的，无非是强
占别人的土地，而通过征服战争获得的土地则大多被罗马公民以各种方式占有。
相反，威尼斯群岛“孤悬”海上，几乎没有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可耕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来岛上避

难或定居的人们不得不以商谋生，因此，几乎所有的威尼斯人都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罗马社
会对商业、商人的一些偏见或歧视在威尼斯根本不存在，“上至总督、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谁以从事商
业为辱，相反，他们认为是体面的事”。在这种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威尼斯的大使与官员把报告商业情
况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甚至威尼斯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有时也亲自经营商业贸易活动，比如，总督
拉尼尔利·扎罗在 1268 年逝世前，就卷入了不少于 132 项不同的商业事务中。”［2］

此外，威尼斯是一个由和平移民组成的国家，不存在由被征服者构成的庞大奴隶群体，威尼斯还是

一个历史极其短暂的国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传统，所以，除极少数从外部买来的家庭仆役仍保

持奴隶身份外，绝大多数威尼斯人都是身份平等的自由人，也是公民。由此形成了威尼斯公民社会与罗
马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显著的差别，即公民阶层不仅是威尼斯社会的支柱，也是其社会成员的绝大多

数。
在威尼斯这个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城市里，富裕的商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的管理，自

12 ～ 13 世纪以后，富裕的商人阶级开始“贵族化”，1297 年通过的所谓“关闭法”，正式确立了一个世袭
的商业贵族阶层，“这一阶层只占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最多的时候只占 5%，威尼斯政府开始转变成商
业贵族的寡头统治。”［7］威尼斯商人贵族阶级管理城市的出发点是维护其家族利益或集团利益，为了实
现统治阶级的这一根本目的，他们不仅要建立一个公平稳定的商业贸易环境，还要制订一套有利于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良好的社会公共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是他们私人利

益的主要保障。15 世纪的威尼斯诗人尼克罗·查诺就认为，威尼斯社会能长久稳定的原因在于其贵族
寡头政府。［8］仅次于商业贵族统治阶级的是广大市民阶级，在这一阶级中又可分为若干个社会阶层: 原
住市民阶层，担任各种政府公职的小市民阶层，以及“蒙恩”市民阶层等。

五

虽然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主要由一个封闭的商人贵族集团所控制，但是政府的很多岗位都是

向广大市民阶层开放的，市民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在政府开办的人文学院内学习行政管理技能，之后便可

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各种公职。同时，“政府的运作的过程对广大的市民阶层是开放的，普通市民可以
通过各种方式向统治阶层传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5］，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民众参政的积极性，也使得
市民阶层对共和国的政治不再陌生。此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示威或在城市中散播舆论等方式来表
达自己的愿望，使政府的立法和各项行政措施能反映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大多来源于土地，国家的统治阶级要么是大土地所有者，要么是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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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于是，维护和保障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就成为农业时代几乎所有政府的执政目标。而威尼斯人在
实践过程中所确立的商人占主导地位的共和民主体制，则是西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制创新。因为在
威尼斯的新体制下，商人阶级首次破天荒地成为支配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威尼斯政府也首次破天荒地

将商业主导作为其基本的经济政策。而在传统体制下，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阶层的利益要么受到统治
阶级的忽视，要么成为政府重农政策的牺牲品，在威尼斯之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

阶级成为某一国家的统治者的先例。
就商人自治体制确立的过程而言，对中世纪欧洲产生深远影响的商人自治政治体制在威尼斯的确

立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的威尼斯人和欧洲人都没有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体制变化。
但是，威尼斯的商人统治者随后所执行的一系列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则使得所有的欧洲人都明显地感

受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巨大冲击力———威尼斯在短短的几个世纪内由一片人类几乎无法生存的荒芜岛礁
发展成为中世纪时期欧洲最繁荣的商贸城市，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与歧视不可能动摇威尼斯政府维

护商人利益的决心，周边国家对商业贸易活动所采取的种种限制或打击措施也不可能改变威尼斯政府

积极发展商业贸易的基本国策。威尼斯人虽然也信奉基督教，但他们对基督教会谴责商业活动的种种
言论则置若罔闻，对于罗马教会禁止高利贷及禁止与伊斯兰教徒贸易的一系列禁令，他们更是视而不

见，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人“处理任何事务就像教会不存在似的”［9］。

总而言之，独特的生存环境使得商人成为威尼斯公民的主体，而威尼斯公民的商人背景又使得商业

贵族在威尼斯的建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维护商人的权益、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也
理所当然地成为威尼斯商人自治政府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主导性原则。就商人阶层来说，毫无阻碍
地从事商业活动，并从商业活动中获取最多的利润是每一个商人理所当然的利益诉求，而将商人阶层的

利益诉求上升为国家的政策目标无疑是商人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而在以农为主的传统社会里，这只

能是商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痴心梦想。但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环境，却使得传统社会中商人们永远无法
实现的痴心梦想在威尼斯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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